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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地区清洁生产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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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２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３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要：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于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推动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７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针对国家发改委“两省五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对中

国各地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１）试点地区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比例平均比非试点地区要高出 ２２ 个

百分点；（２）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当前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比例较低的地区影响程度更显著；（３）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利于地区

环境的改善，试点地区 ＰＭ１０、Ｓ０２和 ＮＯ２的年平均浓度与比非试点地区相比，分别平均下降了 ０．０２８８、０．０１７０ 和 ０．０１０５ｍｇ ／ ｍ３。
这些结论有助于我国政府科学有序地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升各地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改善地区空气环境质量。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清洁生产机制；清洁生产意愿；双重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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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由单纯科学技术转变成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人
们逐步意识到碳排放交易对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低碳发展的重要意义［１］。 碳排放交易是用经济手段推动环

保的国际通行办法，其核心内容是清洁生产机制（Ｃｌ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ＤＭ），该机制是 １９９７ 年《京
都议定书》中确立的三个灵活机制之一，是现存唯一可以得到国际公认的碳交易机制［２］。 ＣＤＭ 项目有利于优

化能源利用结构，进而改善地区生态环境［３］。 因此，通过 ＣＤＭ 项目来开发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成为实施 ＣＤＭ 项目的目的之一［４］。 据美国能源情报署预测，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由于消费煤

炭而排放的 ＣＯ２将超过发达国家之和，占世界的 ４０．３％［５］。 在国际减排承诺和国内资源环境双重压力之下，
中国政府于 ２０１２ 年启动了“两省五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分别为：湖北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
天津市和重庆市，七个试点横跨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异较大，制度设计体现出一定的区域特征。 中国碳排

放的空间分布格局差异明显，地区碳排放强度呈现自东向西递减分布［６］，且碳交易市场发展具有分阶段、市
场规模大、发展不平衡等特征［７］。 政府在排污权一级市场上，采取招标、拍卖等方式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

污者，排污者购买到排污权后，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排污权买入或卖出，使温室气体排放企业负担的环保义务

转化为融资或交易产品［８］，这对于政府寻找适当的碳减排空间，提升地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具有重要

的意义［９］。
理论上，政策试点有助于地区内企业经营者对从使用清洁能源、清洁原料到清洁生产过程，再到最后的清

洁产品在思想观念和生产行为上发生根本性转变，从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的传统生产模式中转换升级，实现

节能降耗和减污减排，从源头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 总结已有文献，国内外现有关于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估算方法、影响因素和政策

建议三个方面：在估算方法上，姚亮［１０］等采用结构分解法（ＳＤＡ）分析了碳排放效率、经济结构、消费结构、人
均消费水平、城市化和人口总量等六项因素对碳排放总量变化的驱动作用；Ｊｏｎｅｓ 等［１１］运用碳足迹从交通、居
住、食品、商品和服务五个类别对美国居民生活进行评估；崔琦等［１２］ 采用碳排放系数法估计了中国地区碳排

放量；曾静静等［１３］则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居民生活碳排放评价指标体系。 在因素分析上，邓吉祥等［１４］ 采

用 Ｄｉｖｉｓｉａ、突变级数、ＳＴＩＲＰＡＴ 分解等方法研究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胡初枝等［１５］、陈彦玲等［１６］ 采用环境库

兹涅兹曲线模型，指出我国 ＣＯ２排放的 ＥＫＣ 曲线呈倒 Ｕ 型。 在政策建议上，谭显春等［１７］ 基于经济、人口、省

级能耗量等数据构建了适用于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碳排放核算方案；刘晓等［１８］ 研究了区域碳排放配额目标给

定下的最优碳排放控制率和适合中国推进的碳减排配额方案。 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对国际公认的清洁生产机

制是否存在影响的文献研究尚处空白。 本文以此为背景，基于我国 ２０１２ 年启动的“两省五市”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该试点政策对我国各地区清洁生产意愿的影响，验证该政策对地区空气环境

质量的改善效果，并为国家制定科学的、针对性的、差别化的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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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

图 １　 ＣＤＭ 批准项目 ２０１６ 年按减排类型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ｅ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ＤＭ ｉｎ ２０１６

清洁生产机制的实施与完善不仅有助于改善气候

环境，它还为我国吸引外商投资以及加速地区经济发展

提供机遇。 作为主要参与方，我国的清洁生产机制项目

也正在跟随国际形势。 根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 ＣＤＭ
项目数据库系统数据显示，截止 ２０１６ 年，经国家发展改

革委批准的 ＣＤＭ 项目共计 ５ ０７４ 个，其中四川、云南、
内蒙古、甘肃和河北的 ＣＤＭ 项目数量位居前五位，分别

为 ５６５、４８３、３８１、２６９ 和 ２５８ 个。 从减排量看，四川、山
西、内蒙古、云南和江苏 ２０１６ 年减排量居于前五，分别

为 ８ ８８４．７１、５ ５８２．２４、５ ５１７．７２、４ ９６４．５１ 和 ４ ４４９．２０ 万

ｔ。 从减排类型分布上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减排是

当前我国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实现减排目标的主力军。
如图 １ 所示，２０１６ 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减排占比为 ７３．５９％，节能和提高能效以及甲烷回收利用也是减排的

重要形式，占比分别为 １２．４６％和 ９．３８％，三种形式占比达到近 ９５％。

２　 方法、模型与数据

２．１　 方法

双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Ｄ）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政策效果评估方法，其核心是构造双重差分估

计量，将政策干预对实验个体的纵向差异（干预前和干预后）和横向差异（实验组与对照组）有效结合，同时在

模型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实验组和对照组中存在的干扰因素，进而弥补自然实验在样本

分配上不能完全随机这一缺陷。 双重差分法既能控制样本之间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又能控制随时间变化

的不可观测总体因素的影响，从而得到对政策干预效果的无偏估计。 如果样本是面板数据，那么双重差分模

型不仅可以利用解释变量的外生性，而且可以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１９］。 西方经

济学者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就从自然科学界引入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法，得到社会学者的普遍重视［２０⁃２１］。
在国内文献中，此方法近年来也被广泛运用于政策效果评价［２２⁃２４］。

本文关注的是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各地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 如果简单观

察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各地区开展清洁生产的企业比重情况，并不能说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提升了企业开

展清洁生产的意愿以及改善了空气环境，因为这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难以衡量政策的真实效果。 影响

各地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因素不仅仅有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各地区的工业

化率、能源消费水平、环境治理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等。 某地区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比重较高，并不一

定是由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导致的；某地区大气环境改善效果明显，也可能是环境治理投资的作用。 因

此，要研究这一科学命题，需要比较各地区在政策实施前后两个时间段的清洁生产行为，可以引入上文介绍的

双重差分法来评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中国各地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意愿的影响效果。
此外，为进一步分析试点政策对各地区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差异情况，本文根据 Ｍａｃｈａｄｏ 等［２５］分位数分

解方法进行反事实了分析。 即如果非试点地区按试点地区政策执行的话，非试点地区的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

产情况会如何。 定义反事实分布为 Ｆ（ｙ∗ Ｚ０，δ１） ，其中 Ｚ０ 表示影响非试点地区企业自愿清洁生产比例均值

的变量分布， δ１ 表示影响试点地区企业自愿清洁生产比例均值的变量在每个分位数上的回归参数， ｙ∗ 表示

反事实均值。 反事实均值的具体计算步骤为：首先，从均匀分布 Ｕ ０，１[ ] 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容量为 λ 的样

本。 然后，在试点地区样本中，分别以 τ ＝ ｕ１，ｕ２，……ｕλ 做分位数回归，得到 λ 个分位数回归的影响因素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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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 δτ１。 计算时可分别在分位数 τ ＝ ［０．０１，０．９９］ 下做分位数回归，得到每个分位数上试点地区样本的参数

估计值 δτ１。 随后，从非试点地区样本中有放回地重复随机抽样，抽取一个样本容量为 λ 的子样本，记为 Ｚ０。
最后，把第二步中的试点地区回归参数 δτ１ 和第三步中得到的非试点地区样本变量分布相结合，得到反事实分

布样本 ｙ∗
τ ＝ Ｚ０δτ１。

在反事实分布样本的基础上，可以对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比例的差异进行分解。 假

定在 τ分位数下试点地区样本、反事实分布样本和非试点地区样本自愿清洁生产比例均值为 ｙ１
τ 、 ｙ∗

τ 和 ｙ０
τ ，则

不同分位数下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均值差异可表示为：
ｙ１
τ － ｙ０

τ ＝ （ｙ１
τ － ｙ∗

τ ） ＋ （ｙ∗
τ － ｙ０

τ）
上式右边的第一项称为“特征差异”，表示由于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因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征不同所引

起的分布差异部分；第二项称为“系数差异”，表示由于回归系数不同所引起分布的差异部分，这部分差异主

要是由于试点政策引起的，也可称为“政策歧视”。
２．２　 模型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来评估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２ 年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各

地区企业清洁生产意愿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ＰＣＤＭｉｔ ＝ β０ ＋ β１ Ｇｒｏｕｐｉｔ ＋ β２ Ｅｖｅｎｔｉｔ ＋ γ（Ｇｒｏｕｐｉｔ × Ｅｖｅｎｔｉｔ） ＋ ηＺ ｉｔ ＋ μｉ ＋ εｉｔ

上式中， ＰＣＤＭｉｔ 为地区 ｉ在时期 ｔ的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比例； Ｇｒｏｕｐｉｔ 为地区虚拟变量，如果个体 ｉ属
于实验组则 Ｇｒｏｕｐｉｔ ＝ １，属于非实验组则 Ｇｒｏｕｐｉｔ ＝ ０； Ｅｖｅｎｔｉｔ 为时间虚拟变量， Ｅｖｅｎｔｉｔ ＝ １ 表示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政策开展后（实验期）， Ｅｖｅｎｔｉｔ ＝ ０ 表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开展前（非实验期）； Ｇｒｏｕｐｉｔ × Ｅｖｅｎｔｉｔ 表示

时间与地区的交互作用，其中 β１ 控制实验组与非实验组的差异（地区效应）， β２ 则控制时间对实验组与非实

验组的影响（时间效应）； μｉ 表示各地区的固定效应，是各地区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差异，考虑到各地区之

间本身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引入 μｉ 是合理的； 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 γ 是我们真正关心的系数，反映政策的综合

效果，具体解释如下：
对于非实验组，即 Ｇｒｏｕｐｉｔ ＝ ０，各地区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比例为：

ＰＣＤＭｉｔ ＝
β０；当 Ｅｖｅｎｔｉｔ ＝ ０，即试点政策开始前

β０ ＋ β２；当 Ｅｖｅｎｔｉｔ ＝ １，即试点政策开始后{
因此，非实验组在试点政策前后企业清洁生产比例变动为 （β０ ＋ β２） － β０ ＝ β２。
对于实验组，即 Ｇｒｏｕｐｉｔ ＝ １，各地区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比例为：

ＰＣＤＭｉｔ ＝
β０ ＋ β１；当 Ｅｖｅｎｔｉｔ ＝ ０，即试点政策开始前

β０ ＋ β１ ＋ β２ ＋ γ；当 Ｅｖｅｎｔｉｔ ＝ １，即试点政策开始后{
因此，实验组在试点政策前后地区清洁生产比例变动为 （β０ ＋ β１ ＋ β２ ＋ γ） － （β０ ＋ β１） ＝ β２ ＋ γ 。 所以，碳

排放权交易对各地区开展清洁生产的净效应为 （β２ ＋ γ） － β２ ＝ γ ，即交互项 Ｇｒｏｕｐｉｔ × Ｅｖｅｎｔｉｔ 的回归系数。 Ｚ ｉｔ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工业化率、能源消费总量、环境治理投资额和人均 ＧＤＰ。 选择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特

征的宏观经济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的理由在于：第一，本文研究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以区域为单元研究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机制和排放权分配机制，旨在推动地区清洁生产机制的构建［２６］；第二，由于暂时无法

获取各地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微观数据，本文以全国 ３０ 个地区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对各样本区域内企业清洁生产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可以反映出试点政策开展前后地区内企业对清洁生产总

体意愿的变化。
（１）工业化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ＩＲ）。 环境污染是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问题。 杜雯翠等［２７］ 指

出，现阶段以工业化发展为主的地区，其环境问题主要是大气污染；张亚斌等［２８］ 研究发现工业化进程中的重

化工业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该阶段会产生较多的工业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弱化环境治理的效果。 根据胡佛

与费希尔 １９４９ 年在《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中提出的城市经济增长“标准阶段次序”：自给自足阶段、乡村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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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阶段、农业生产结构转换阶段、工业化阶段和服务业输出阶段，与北、上、广、深等以服务业为主的一线城

市相比，我国大部分城市还处于工业化阶段。
（２）能源消费总量（Ｔｏｔ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ＴＥＣ）。 能源的消耗伴随着二氧化碳的产生，消费者对能源

密集型产品需求的上升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直接驱动力［２９］。 徐国泉等［３０］采用 Ｋａｙａ 恒等式对 ＣＯ２排放影响

因素进行分解，指出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增长等因素对 ＣＯ２排放量有正向影响；刘志雄［３１］利用我国

１９９１—２０１１ 年数据的发现能源消费对环境污染产生正效应，即能源消费越多，环境污染越严重。 Ａｐｅｒｇｉｓ
等［３２］利用美国 １９７１—２００４ 年的数据检验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３）环境治理投资额（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ＥＧＩ）。 污染治理投资和企业技术创新作为污

染防治的末端治理与前端预防，对于遏制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作用。 王鹏等［３３］以我国 ３０ 个省市相关统计数据

为研究样本，从要素投入产出的视角构建包含污染治理投资和企业技术创新指标的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污染

治理投资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金投入上。 石龙宇等［３４］指出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

展，应增加城市环境污染处理的投入，并改进城市环境污染处理技术。
（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ＰＧＤＰ）。 能源技术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需

的增长动力，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可以提高能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平，进而优化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经济发达地区为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会更加依赖外部先进的技术水平来优化资源配置［３５］。 Ｚｈａｎｇ 等［３６］ 对

中国 １９９１—２００６ 年的与能源消费有关的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并利用 Ｋａｙａ 方程进行因子分解，得出碳排放强

度与经济增长仍然是驱动中国碳排放量增加的最重要的因素。
２．３　 数据

变量数据来源于多个数据库，其中“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比例”、“能源消耗总量”、“环境治理投资额”数据

源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各年度《中国环境年鉴》；“工业化率”和“人均 ＧＤＰ”数据根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各年度《中国

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 数据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涉及全国 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共计

２１０ 个样本。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实验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ｎ＝ ４２）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ｎ＝ １６８）

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ＣＤＭ ０．４１０６ ０．２４４０ ０．２６４０ ０．２０８９

ＩＲ ０．３７７２ ０．１００５ ０．４１３７ ０．０７２７

ＴＥＣ ／ （万吨标准煤） １３ ３８７ ７ ８０６ １４ ７０５ ８ ７１４

ＥＧＩ ／ （亿元） ２５０．２１ １０８．９９ ２６０．３２ １９７．７２

ＰＧＤＰ ／ （元 ／ 人） ６８ ８８１ ２４ ５２５ ４０ １２８ １４ ６０１

　 　 ＰＣＤＭ 的计算方式是：先从《中国环境年鉴》获取“清洁生产当年审核企业数”和“当年强制性审核完成数”，两者之差记为“当年自愿开展清

洁生产企业数”，这一指标与“清洁生产当年审核企业数”比值即为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比例

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为非实验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为实验期；“两省五市”为实验组，其他地区为对照组。 需要

说明的是，由于“两省五市”中涉及广东省与深圳市，为避免重复计量，下文分析中取广东省样本，即实验组分

别为：湖北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重庆市。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双重差分参数估计

在综合考虑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问题后，采用 ＷＨＩＴＥ 稳健性估计，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实证

结果如表 ２ 所示：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模型拟合系数逐渐增大，其中模型 ５ 的 Ｒ２ 为 ０．２６２３； Ｇｒｏｕｐ∗Ｅｖｅｎｔ 系

５　 １８ 期 　 　 　 陆文聪　 等：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地区清洁生产意愿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数值较为稳定，且显著， ｔ 值为 ２．７０，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在碳交易权试点地区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

比其他地区平均高出 ２２．０３％。 观察模型 ５ 控制变量系数：一是工业化率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工业化率越高

的地区其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意愿不强，这与目前全球发达城市普遍认同的“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趋势是

一致的；二是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系数显著为正，即越富裕的地区越有利于清洁生产机制构建。 其他控制变量系

数不显著。

表 ２　 双重差分参数估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Ｄ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模型 １
Ｍｏｄｅｌ １

模型 ２
Ｍｏｄｅｌ ２

模型 ３
Ｍｏｄｅｌ ３

模型 ４
Ｍｏｄｅｌ ４

模型 ５
Ｍｏｄｅｌ ５

Ｇｒｏｕｐ ０．０３５５（０．０７３０） ０．０１６８（０．０７２３） ０．０１５０（０．０７３０） －０．０００５（０．０７３２） －０．１０５２∗（０．０６２８）
Ｅｖｅｎｔ －０．０６７１（０．０４２６） －０．０８３２∗（０．０４３３） －０．０８５１∗∗（０．０４２６） －０．１０３３∗∗（０．０４２２） －０．１２２６∗∗∗（０．０４２７）
Ｇｒｏｕｐ∗Ｅｖｅｎｔ ０．２ ２２３∗∗（０．１０３０） ０．２１６８∗∗（０．０ ９５９） ０．２１７０∗∗（０．０９２６） ０．２１９７∗∗（０．０９３４） ０．２２０３∗∗∗（０．０８１７）
ＩＲ －０．５８５５∗∗（０．２６０９） －０．６３９５∗（０．３４５８） －０．５４４１∗（０．２５４８） －０．６２８７∗∗（０．３２９２）
ｌｎＴＥＣ ０．０１０７（０．０３３３） －０．０６８６（０．０４７８） －０．０３４２（０．０４３９）

ｌｎＥＧＩ ０．０７４５（０．０３７３） ０．０１３１（０．０３６７）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２１５９∗∗∗（０．０５９１）
＿ｃｏｎｓ ０．２９７５∗∗∗（０．０３０８） ０．５５８９∗∗∗（０．１２２２） ０．４７０３∗∗∗（０．２４５４） ０．７９４５∗∗∗（０．２８１５） －１．４３５７∗∗（０．６５１９）

Ｒ２ ０．１１２３ ０．１５３２ ０．１５３９ ０．１７７０ ０．２６２３

Ｎ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１）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２）∗、∗∗、∗∗∗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为进一步分析碳交易权试点对地区环境的影响效应，分别将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二氧化硫（ＳＯ２）和二

氧化氮（ＮＯ２）年平均浓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 ＤＩＤ 分析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结果表明，碳交易权试点地区

ＰＭ１０、ＳＯ２和 ＮＯ２的年平均浓度平均比其他地区要低 ０．０２８８、０．０１７０ 和 ０．０１０５ｍｇ ／ ｍ３，且在统计意义上均显著。
这说明，碳交易权试点政策对地区环境改善起到明显效果，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表 ２ 实证分析的稳健性。

表 ３　 环境效应的参数估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 二氧化硫 ＳＯ２ 二氧化氮 ＮＯ２

Ｇｒｏｕｐ －０．００４４（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６３） ０．０１０８∗∗（０．００４６）
Ｅｖｅｎｔ ０．０３９９∗∗∗（０．００９６） －０．０４３３∗∗∗（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６７∗∗∗（０．００２６）
Ｇｒｏｕｐ∗Ｅｖｅｎｔ －０．０２８８∗∗（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７０∗∗（０．００８７） －０．０１０５∗（０．００５６）
ＩＲ ０．００３８（０．１１０１） ０．０７５４∗∗∗（０．０３０１） ０．０３５９∗∗（０．０１６４）
ｌｎＴＥＣ －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３８）

ｌｎＥＧＩ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２９）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００２８（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３９（０．００３２）

＿ｃｏｎｓ ０．０６８１（０．０９３９） ０．００１８（０．０６９０） ０．０２９１（０．０３９６）

Ｒ２ ０．１５７７ ０．６１００ ０．２４０１

Ｎ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３．２　 分位数回归参数估计

由于均值回归的参数是自变量对因变量条件期望的边际效果，如果能够估计出若干重要条件分位数的分

布，则能对整体分布有一个更全面的认知。 借助 Ｋｏｅｎｋｅｒ 等［３７］提出的分位数回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ｓ）对模

型 １ 进行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随分位数增加， Ｇｒｏｕｐｉｔ × Ｅｖｅｎｔｉｔ 系数呈现先降后升趋势，但高分位系

数不显著。 这说明，碳交易权试点对于当前清洁生产水平较低的地区，提升企业清洁生产意愿效果更为明显。
这一趋势也可以从图 ２ 交互项分位数回归系数变化中进一步得到验证。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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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清洁生产意愿的分位数回归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ｓ ｆｏｒ ＰＣＤＭ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０．２５ 分位
０．２５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０．５ 分位
０．５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０．７５ 分位
０．７５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Ｇｒｏｕｐ ０．００６３（０．０７１４） ０．１１３１∗（０．０５７４） ０．１６３５（０．１４２５）

Ｅｖｅｎｔ －０．０８１６∗（０．０４５６） －０．０６７５∗（０．０３７２） －０．０６９０（０．０９０９）

Ｇｒｏｕｐ∗Ｅｖｅｎｔ ０．２３００∗∗（０．１０１０） ０．１４５８∗（０．０８１１） ０．１４８６（０．２０１６）

＿ｃｏｎｓ ０．１７６５∗∗∗（０．０３２２） ０．２３７１∗∗∗（０．０２６３） ０．３６１３∗∗∗（０．０６４３）

Ｐｅｓｕｄｏ＿Ｒ２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７２８

Ｎ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图 ２　 交互项系数随分位数变化图

　 Ｆｉｇ． ２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ｓ

３．３　 清洁生产意愿地区差异分解

根据 ２．１ 节所介绍的不同分位数下试点地区和非

试点地区均值差异的计算方法，可分别计算由于经济发

展特征不同所引起的“特征差异”和由于回归系数不同

所引起“政策歧视”，分解结果如表 ５ 所示（取 λ ＝ １３）。
结果表明：第一，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企业自愿开展

ＣＤＭ 的比例差异受系数差异和特征差异的共同影响；
第二，碳排放交易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企业自愿开展

ＣＤＭ 的比例差异在低分位、中分位和高分位呈现倒 Ｕ
型，即在低分位和高分位地区差异较小，而中分位差异

较大；第三，企业自愿开展 ＣＤＭ 的比例差异在低分位时

主要受试点政策影响（即系数差异），在高分位时主要受

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影响（即特征差异），而在中分位时两

种影响力量较为均衡。 以上结论可通过取 λ ＝ ９９计算出所有分位数上的差异值作进一步验证。 如图 ２ 所示，在
分位数 １％—９９％上采用自助法（本文取 ｒｅｐｓ ＝ １００）做分位数回归，得到 τ 个分位数下的相应回归参数估计，受
篇幅所限，不同分位数下的特征差异和系数差异以及方差值不在文中列出。 由图 ３ 可知，总差异在低、中、高分

位呈现倒 Ｕ 型结构，且在低分位时总差异主要受系数差异影响，在高分位时主要受特征差异影响。

表 ５　 不同分位数上试点与非试点地区 ＣＤＭ 差异分解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ｌｏ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ｉｌｏｔ ａｒｅａｓ ＣＤ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ｓ

分位数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总差异
ＴＤ

特征差异
ＣＨＤ

影响程度 ／ ％
ＩＬ

系数差异
ＣＯＤ

影响程度 ／ ％
ＩＬ

低分位 Ｌｏｗ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０．０５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９０ －４８．６５ ０．０２７５ １４８．６５
０．１０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０３０ ９．０６ ０．０３０１ ９０．９４
０．１５ ０．０８６８ ０．０２７４ ３１．５７ ０．０５９４ ６８．４３

中分位 Ｍｉｄｄｌｅ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０．２０ ０．１２３９ ０．０５０８ ４１．００ ０．０７３１ ５９．００
０．３０ ０．１４１３ ０．０６４５ ４５．６５ ０．０７６８ ５４．３５
０．４０ ０．１６９５ ０．０６９５ ４１．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５９．００
０．５０ ０．１７２１ ０．０７６８ ４４．６３ ０．０９５３ ５５．３７
０．６０ ０．２０３４ ０．０６８８ ３３．８２ ０．１３４６ ６６．１８
０．７０ ０．２２５０ ０．０６７５ ３０．００ ０．１５７５ ７０．００
０．８０ ０．２２２４ ０．１０７２ ４８．２０ ０．１１５３ ５１．８０

高分位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０．９０ ０．１４６６ ０．１３９８ ９５．３６ ０．００６８ ４．６４
０．９５ ０．１４２８ ０．２１７３ １５２．１７ －０．０７４５ －５２．１７
０．９９ ０．０１２１ ０．３８８２ ３ ２０８．２６ －０．３７６１ －３ １０８．２６

　 　 总差异（Ｔｏｔ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Ｄ）； 特征差异（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Ｄ）； 系数差异（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Ｄ）； 影响程度（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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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ＣＤＭ 地区差异随分位数变化图

　 Ｆｉｇ．３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ｉｌｏ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ｉｌｏｔ ａｒｅａｓ ＣＤ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ｏｎ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ｓ

４　 结论与建议

基于 ２０１２ 年国家发改委提出的“两省五市”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碳排

放权交易对中国各地区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影响，并通

过分位数分解方法分析了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特

征差异与系数差异，以期为我国科学推广碳排放权交易

政策提供参考。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１）试点地区企业

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比例比非试点地区平均要高出 ２２
个百分点；（２）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当前自愿开展清洁

生产比例较低的地区影响程度更为显著；（３）试点地区

环境改善效果明显，ＰＭ１０、ＳＯ２和 ＮＯ２的年平均浓度显著

下降了 ０．０２８８、０．０１７０ 和 ０．０１０５ｍｇ ／ ｍ３。
综合上述结论，本文建议：（１）鉴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区域内生产单位开展清洁生产的

意愿，为了科学有序地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除“两省五市”试点地区外，下一步应优先推广 ＣＤＭ 项目较为

聚集的地区（如四川、云南、内蒙古、甘肃和河北），这些地区开展清洁生产的外部环境优势明显，边际成本较

低，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 （２）在企业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比例较低的地区（如海南、新疆、青海、贵州和陕西）
政府要加大 ＣＤＭ 项目的宣传工作，强化企业的节能意识、环保意识以及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合作意识，这些地

区在清洁发展机制的构建上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各地政府可结合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优势，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鼓励企业积极开展与 ＣＤＭ 相关的招商引资项目。 （３）各地区应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加快自身产业经

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助力企业开展并提升清洁生产技术，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耗，同时加大

环境治理投资额，引导企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促进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３８］。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国内 ＣＤＭ 项目数据库系统暂未公布各地企业具体的清洁生产数据，因此本文

还无法研究企业层面的生产行为，取而代之的是运用基于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研究地区层面企业的清洁生产

意愿以及对地区环境改善的效果。 随着政府对清洁生产机制的不断完善，我们将在收集企业层面的样本数据

后做更为深入细致地微观研究进而弥补以上不足。

致谢：感谢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 ＣＤＭ 项目数据库的数据支持；感谢 Ｇｏｄｗｉｎ Ｓｅｙｒａｍ Ａｇｂｅｍａｖｏｒ Ｈｏｒｌｕ 对英文摘

要的润色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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